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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ꎬ 高层领导政治能力对增强企业的组织韧性具有重要

作用ꎮ 本文通过对 ２５４ 名企业高层领导的问卷调查ꎬ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企业高层领导政

治能力对组织韧性的影响机理ꎮ 研究发现ꎬ 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能够正向促进企业的网络

中心性和结构洞位置以及企业的开放式创新行为ꎬ 并且能够通过网络位置与内向型开放式创

新的单独中介和链式中介作用ꎬ 提升企业的组织韧性ꎮ 而环境敌对性则在高层领导政治能力

与企业网络位置(中心性和结构洞)之间ꎬ 以及高层领导政治能力与企业内向型开放式创新之

间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ꎬ 并进一步表现为被调节的中介和被调节的链式中介: 环境敌对性

与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的交互项分别通过企业网络中心性、 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的中介以及

“网络中心性→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的链式中介ꎬ 影响企业的组织韧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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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在一系列“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的影响下ꎬ 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 复杂性和模糊性的 ＶＵＣＡ 时

代特征日益凸显ꎬ 这意味着危机和风险逐渐变得常态化(Ｏｕｅｄｒａｏｇ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ꎬ 企业将面临更加错

综复杂和变幻莫测的外部环境ꎬ 也需要抵御更多的经营危机ꎬ 由此对组织韧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组织韧性被视为企业在危机中重构组织关系及流程ꎬ 快速从危机中恢复并逆势增长的能力(黄仰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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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ꎬ 能够帮助企业在复杂动荡的环境中适应和快速响应市场变化(Ｈａｍｅｌ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３)ꎬ 实现可持

续发展ꎮ 由此ꎬ 如何塑造和提升企业的组织韧性成为当前理论界和实践界都十分关注的问题ꎮ
回顾已有研究ꎬ 现有学者主要从员工(如员工参与、 员工敬业度) (Ｋｏｒｏｎｉ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 组织

(如关系网络、 组织学习与技术创新、 战略) (刘颖琦等ꎬ ２０２３)和领导(梁阜等ꎬ ２０２３ꎻ 赵思嘉等ꎬ
２０２１)等方面对组织韧性的前因进行了较为丰富的探索ꎬ 并且逐渐意识到了领导因素对组织韧性形成

的重要作用(张吉昌等ꎬ ２０２２)ꎬ 认为危机状态下ꎬ 组织韧性的提升更加需要灵活有效的领导者提供

指导和示范(Ｄｕｃｈｅｋ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ꎮ 但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领导的个体特征(如领导者的性别、 自恋、
风险应对经验、 个体韧性、 社会资本等)(赵熠婷等ꎬ ２０２４)和领导风格(如平台型领导、 变革型领导、
创业型领导等)(梁阜等ꎬ ２０２３ꎻ 赵思嘉等ꎬ ２０２１)ꎬ 鲜少关注领导能力尤其是政治能力对于塑造组织

韧性的关键作用ꎮ
政治能力是企业高层领导所具备的有效应对政治环境及其中以政府为主体的利益相关者ꎬ 以实

现企业与个人目标的战略层面的能力(李燕萍和梁燕ꎬ ２０１８)ꎮ 在当前国家发展转型和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的关键时期ꎬ 我国企业面临着来自政策环境变化中“危”与“机”的双重挑战ꎮ 企业高层领导需

要具备识别政策风险并及时调整企业战略的政治能力ꎬ 才能更好地帮助组织在面临动荡和不确定时

有效适应环境变化(Ｈｏｌｂｕｒｎ ａｎｄ Ｚｅｌｎｅｒꎬ ２０１０)ꎬ 实现可持续发展(李燕萍和梁燕ꎬ ２０１８)ꎮ 由此ꎬ 作

为企业决策主体的高层领导ꎬ 其政治能力的高低极有可能成为影响组织韧性的重要因素ꎮ 那么ꎬ 在

企业实践中ꎬ 高层领导政治能力到底能否有效塑造组织韧性? 如能ꎬ 其间的过程机制又是怎样的?
已有研究虽通过理论探讨和质性分析发现了高层领导政治能力对于促进企业环境适应性和长远

发展的重要作用(李燕萍和梁燕ꎬ ２０１８)ꎬ 但对于高层领导政治能力和组织韧性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

理仍缺乏实证探究ꎮ 动态能力理论认为ꎬ 企业的动态能力是组织及其高层管理者根据内外部环境变

化ꎬ 获取、 整合和重构内外部资源以应对快速变化的环境的能力(Ｔｅｅｃｅ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４)ꎮ 而组织韧性作

为一种特殊的动态能力(单宇等ꎬ ２０２１)ꎬ 其形成过程中ꎬ 外部资源的获取离不开组织与利益相关者

构建的关系网络(张公一等ꎬ ２０２０ꎻ 张振刚等ꎬ ２０１５)ꎬ 内外部资源的跨组织整合、 重构则需要在此

基础上的开放式创新(Ｌａｕｒｓｅｎ ａｎｄ Ｓａｌｔｅｒꎬ ２００６)ꎮ 由此ꎬ 本研究在动态能力理论的基础上ꎬ 结合社会

网络理论和开放式创新理论ꎬ 从网络位置和开放式创新的视角探讨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影响组织

韧性形成的过程机制ꎬ 以拓展组织韧性的前因研究ꎮ 同时ꎬ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ꎬ 组织作

为社会环境中的基本单元ꎬ 其行为选择必然深受环境特征的影响ꎮ 由此本文进一步考虑了环境敌对

性特征在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塑造组织韧性过程中的调节作用ꎮ 具体研究模型见图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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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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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假设

２􀆰 １　 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与组织韧性

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是企业高层管理者及其管理团队所具有的一种基于企业条件和外部环境ꎬ
通过政商关系发展与政治资源配置ꎬ 预测、 适应与影响企业政治环境ꎬ 以防控政策风险、 获取竞争

优势与提高企业绩效的能力(梁燕和李燕萍ꎬ ２０１９)ꎬ 包括政治战略思维能力、 政策环境掌控能力、
社会形象管理能力、 关系网络发展能力和组织建设能力(李燕萍和梁燕ꎬ ２０１８)ꎮ 组织韧性则是组织

在面对变革、 不确定性和持续压力时做出一定调整ꎬ 从而吸收扰动并从中恢复 (Ｈｉｌｌ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Ｇｕｅｎｔｈｅｒꎬ ２０２１)ꎬ 乃至从逆境中创造新优势达到更佳状态的一种特殊的动态能力(单宇等ꎬ ２０２１)ꎮ

根据动态能力理论ꎬ 组织韧性作为一种特殊的动态能力ꎬ 其形成主要通过企业外部的网络学习

与资源获取ꎬ 以及企业内部的资源整合与重构等ꎬ 以构建有效应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Ｔｅｅｃｅ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４)ꎮ 而根据高阶理论ꎬ 企业高管的个性特征、 能力特征等是影响企业战略决策和行为的重要因

素ꎬ 并进而对组织产出产生重要影响ꎮ 由此ꎬ 高层领导作为企业感知环境信息、 统筹资源调配的主

体ꎬ 其认知和能力也成为影响组织韧性等企业动态能力形成的重要因素(焦豪和崔瑜ꎬ ２００８)ꎮ 政治

能力作为一种企业高层领导具备的有效应对政治环境变化的能力ꎬ 能够在制度不健全环境中赋能企

业获取、 整合组织内外部关系网络和政治资源(梁燕和李燕萍ꎬ ２０１９)ꎬ 促进组织创新和适应动荡环

境ꎬ 从而成为增强企业组织韧性的关键力量ꎮ
具体而言ꎬ 从组织外部来看ꎬ 企业高层领导承担着识别适应性挑战、 决定企业战略方向、 寻求

外部力量和资源支持等方面的重要职责(韩俊莹和于俊秋ꎬ ２０２３)ꎮ 当企业高层领导具备较高政治能

力时ꎬ 其一方面重视政策研究ꎬ 能够对外部政策环境保持较高的敏锐性ꎬ 及时识别和防控政策风险ꎬ
减少负面政策的不良影响ꎬ 同时也能够及时抓住和利用政策机会ꎬ 更好地整合政策信息资源ꎬ 及时

调整战略方向ꎬ 以应对逆境冲击(Ｓａｊｋ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ꎬ 从而增强组织韧性ꎻ 另一方面能够对外塑造良

好社会形象ꎬ 与政府等外部关键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关系ꎬ 进而在面对外部冲突时可以更加有效地

获取其支持以及自身发展所需的机会、 资源等(李燕萍和梁燕ꎬ ２０１８)ꎬ 而这些关键的资源和支持对

于企业组织韧性的形成发挥着重要作用(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ꎮ 从组织内部来看ꎬ 企业高层领导承担

着构建组织愿景ꎬ 进行员工队伍建设ꎬ 整合个人和集体力量实现共同目标的职责(韩俊莹和于俊秋ꎬ
２０２３)ꎮ 具备较高政治能力的企业高层领导ꎬ 一方面能够凭借自身的环境敏锐性吸收整合外部优势资

源和机会ꎬ 构建适应环境变化的组织战略目标ꎬ 为企业发展找到合适的道路ꎻ 另一方面重视企业文

化和员工精神文明建设ꎬ 善于以思想建设凝聚团结人心和促进企业人才发展(李燕萍和梁燕ꎬ ２０１８)ꎬ
从而能够从内部向心力和战略适应性等方面提升企业在面对动荡外部环境时的组织韧性ꎮ

综上ꎬ 本研究提出假设:
Ｈ１: 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对组织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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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与组织网络位置

根据社会网络理论ꎬ 任何个体或组织都与外界具有一定的“联结”和“关系”ꎬ 并相互交织形成个

体或组织的社会网络ꎮ 网络位置是行动者(个体或组织等)之间关系建立的结果ꎬ 一般用中心性和结

构洞来共同测量(Ｂｕｒｔꎬ １９９２ꎻ 姚艳虹等ꎬ ２０１７)ꎮ 其中ꎬ 网络中心性是指企业在多大程度上占据网络

的中心位置ꎮ 相对于处于边缘位置的企业ꎬ 处于中心位置的企业拥有更多与其具有直接联系的利益

相关者ꎬ 其网络声望和认可度较高ꎬ 从而能够更加便捷和快速地获取大量信息和资源ꎬ 具有显著的

信息资源优势(姚艳虹等ꎬ ２０１７)ꎮ 结构洞则是两个行动者之间的非冗余联系(Ｂｕｒｔꎬ １９９２)ꎮ 某企业占

据的结构洞越多ꎬ 越处于网络的中介和桥梁位置ꎬ 连接着互不相连的企业数量越多ꎮ 由此ꎬ 相比仅

占据中心位置的企业(其获取的大量信息资源可能是同质的)ꎬ 处于结构洞位置的企业掌握着更多关

键的异质性资源ꎬ 也更具有相对于网络内其他企业的控制优势ꎬ 能够在确保自身利益得到满足的前

提下ꎬ 决定组织内信息、 资源的流向(Ｋｏｋａ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ｃｏｔｔꎬ ２００８)ꎮ 因此ꎬ 企业在其社会网络中的位置

越优越ꎬ 越容易获取资源ꎬ 操控和主导其他网络成员的行为及整体网络的发展走向ꎬ 而企业能否占

据核心的网络位置则受其自身与关键利益相关者构建关系网络能力的影响(相德宝和陈燕琪ꎬ ２０２３)ꎮ
根据已有研究ꎬ 企业高层领导的政治能力越高ꎬ 意味着其越善于发展和维护良好的政商关系(李

燕萍和梁燕ꎬ ２０１８)ꎮ 而较强的政商关系网络发展能力则有助于企业与政府、 国有银行、 媒体等众多

外部利益相关者建立直接联系ꎬ 获取其信任与支持ꎬ 从而占据核心的网络位置(梁燕等ꎬ ２０２１)ꎬ 提

升企业在其社会网络中的中心性和重要性(覃曼和马连福ꎬ ２０１６)ꎮ 同时ꎬ 在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与“关
系”主导型社会结构下ꎬ 虽然市场制度正在不断完善ꎬ 但各级政府等规制部门仍然在经济发展与资源

分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梁燕等ꎬ ２０２１)ꎬ 是企业外部环境中的关键利益相关者ꎮ 与这些外部关键利

益相关者的良好关系则有助于企业在其关系网络中成为掌握非冗余关键信息、 资源的“中介”和“桥
梁”(相德宝和陈燕琪ꎬ ２０２３)ꎬ 占据网络结构洞的关键节点ꎮ 鉴于此ꎬ 本研究认为企业高层领导政治

能力有助于企业获取政府等关键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和支持ꎬ 提高企业在关系网络中的中心性和中介

性ꎮ
由此ꎬ 本研究提出假设:
Ｈ２ａ: 高层领导政治能力对企业网络中心性位置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ꎮ
Ｈ２ｂ: 高层领导政治能力对企业结构洞位置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ꎮ

２􀆰 ３　 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与开放式创新

开放式创新是企业使用符合商业模式的机制对跨过组织边界的知识流动进行管理的一种分布式

创新过程(Ｃｈｅｓｂｒｏｕｇｈ ａｎｄ Ｂｏｇｅｒｓꎬ ２０１４)ꎬ 强调打破组织边界ꎬ 将企业内外部环境中所能获取的创新

资源进行有效整合ꎬ 建立起内外部知识交互网络和分享机制ꎬ 并采取金钱或非金钱的机制来获取创

新价值(高良谋等ꎬ ２０１４)ꎮ 按照技术知识与创新资源相对于企业边界的流动方向ꎬ 开放式创新可以

分为内向型和外向型两种ꎮ 其中ꎬ 内向型开放式创新是企业通过技术搜索与外部主体建立联系ꎬ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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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获取知识和技术的过程(Ｌａｕｒｓｅｎ ａｎｄ Ｓａｌｔｅｒꎬ ２００６)ꎮ 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则是企业通过技术授权、
技术服务等方式进行技术外部商业化的过程(Ｄａｈｌａ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Ｇａｎｎꎬ ２０１０)ꎮ

根据动态能力理论ꎬ 外部环境的动荡要求企业及其高层领导能够迅速察觉环境变化、 整合内外

部资源以应对危机和实现可持续发展ꎬ 而能够适应环境动态变化的组织ꎬ 其学习和创新能力通常会

更强ꎬ 组织韧性也会更高(王才ꎬ ２０２３)ꎮ 高层领导作为企业的决策主体ꎬ 当其具备较高的政治能力

时ꎬ 会对外部政策环境具有高度的敏锐性和适应性(李燕萍和梁燕ꎬ ２０１８)ꎮ 由此ꎬ 在当前我国强调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ꎬ 企业高层领导能够更加清晰地理解国家的政策信息ꎬ 及时抓住各级政

府支持创新活动的政策机会(杨震宁和赵红ꎬ ２０２０)ꎬ 积极推动企业的学习和创新行为ꎮ 另一方面ꎬ
具备高政治能力的企业高层领导会十分重视良好社会形象和政商关系的塑造ꎬ 从而更容易得到政府

等规制部门的认可与支持(梁燕和李燕萍ꎬ ２０１９)ꎬ 帮助企业更加便利地获取政府专项资金、 财税补

贴等资金资源ꎬ 甚至突破部分行业门槛和政府管制等(刘力钢和董莹ꎬ ２０１８)ꎮ 同时ꎬ 政府等规制部

门也可以成为企业与高校、 科研机构乃至其他企业进行合作与沟通的桥梁ꎬ 帮助企业更加便捷地获

取前沿技术信息、 科学知识等ꎬ 从而撬动开放式创新的关键主体与核心要素ꎬ 得到内向型开放式创

新所需的政策信息、 关键资源与市场机会等(张振刚等ꎬ ２０２０)ꎬ 并推动组织的内部学习过程ꎬ 在动

态环境中实现内外部资源的跨界整合与创新(Ｅｄｍｏｎｄｓｏｎ ａｎｄ Ｈａｒｖｅｙꎬ ２０１８)ꎮ
此外ꎬ 企业高层领导的政策环境敏锐性及其构建的良好政商关系也能够帮助企业获取有效的知

识产权保护甚至地方保护(刘力钢和董莹ꎬ ２０１８)ꎬ 减少企业进行外向型开放式创新时由于外部环境

不确定性带来的诸如核心技术知识泄露、 丧失创新主导权、 交易技术知识的市场“失灵”等技术创新

风险(杨震宁和赵红ꎬ ２０２０)ꎬ 从而提升企业进行外向型开放式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ꎮ
由此ꎬ 本研究提出假设:
Ｈ３ａ: 高层领导政治能力对企业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ꎮ
Ｈ３ｂ: 高层领导政治能力对企业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ꎮ

２􀆰 ４　 网络位置在高层领导政治能力与组织韧性间的中介作用

在面临外部动荡环境的冲击时ꎬ 积极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组织渡过难关和恢复运转(李平和竺

家哲ꎬ ２０２１)ꎮ 根据社会网络理论ꎬ 占据结构洞和网络中心位置的企业ꎬ 一方面处于网络的核心位

置ꎬ 可以利用其关系网络接触和得到更加广泛、 多样化、 新颖度高的外部知识和潜在资源ꎬ 从而能

够在短时间内迅速获取、 整合外部资源以应对紧急所需ꎬ 降低自身面临危机时的脆弱性(Ｍｉｔｈａｎ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ꎻ 另一方面ꎬ 其能够凭借优势地位和网络能力ꎬ 更加迅速地感知到外部风险ꎬ 及时协调网

络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ꎬ 避免应激性失灵和结构故障(孙国强等ꎬ ２０２１)ꎮ 因此ꎬ 企业所占据的核心

网络位置有助于增强组织韧性ꎮ
而基于已有研究ꎬ 具有高政治能力的企业高层领导重视企业良好社会形象的塑造和外部关系网

络的构建ꎬ 能够与政府等规制部门及众多其他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关系(李燕萍和梁燕ꎬ ２０１８)ꎬ 获

取其认可与支持ꎬ 从而占据中心的网络位置(覃曼和马连福ꎬ ２０１６)ꎮ 同时ꎬ 政府等监管部门作为中

国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资源与合法性的重要来源ꎬ 是企业在外部环境中的关键利益相关者ꎮ 由此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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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政商关系的构建能够帮助企业获取更多关键、 异质性资源和支持ꎬ 使企业在关系网络中占据更

多的中介位置(结构洞)(Ｂｕｒｔꎬ １９９２ꎻ Ｋｏｋａ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ｃｏｔｔꎬ ２００８)ꎮ 而这种中心和中介的网络位置能够帮

助企业在面临动荡的外部环境时ꎬ 掌握更多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ꎬ 从而企业能够更及时地获取所需

资源和适应环境变化ꎬ 增强组织韧性ꎮ 由此ꎬ 本研究提出假设:
Ｈ４ａ: 企业的网络中心性位置在高层领导政治能力与组织韧性之间具有中介作用ꎮ
Ｈ４ｂ: 企业的结构洞位置在高层领导政治能力与组织韧性之间具有中介作用ꎮ

２􀆰 ５　 开放式创新在高层领导政治能力与组织韧性间的中介作用

企业动态能力的构建需要持续的创新支持(Ｎｉｅｌｓｅｎꎬ ２００６)ꎮ 根据开放式创新理论ꎬ 在当前市场

需求多变和竞争激烈的环境下ꎬ 企业需要改变原有的封闭式创新模式ꎬ 根据内外部环境和资源的动

态变化ꎬ 有效识别、 连接和利用外部关系网络与创新资源ꎬ 及时进行内外部资源的整合、 重构与创

新ꎬ 从而不断提升自身的环境适应性和动态能力(郑刚等ꎬ ２０１６)ꎬ 增强组织韧性ꎮ 具体来说ꎬ 企业

通过内向型开放式创新与政府、 科研机构、 顾客、 供应商、 竞争对手等外部主体建立合作关系并获

取、 利用资源(Ｌａｕｒｓｅｎ ａｎｄ Ｓａｌｔｅｒꎬ ２００６)ꎬ 一方面增加了企业的学习吸收能力以及从外部获取资源的

渠道(张振刚等ꎬ ２０１５)ꎬ 有效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和对外部某些特定组织的资源依赖ꎬ 并促使企

业凭借其关系网络迅速获知当前市场发展趋势和前沿技术等重要信息(Ｅｃｋｈａｒｄ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ꎬ 进而帮

助企业在外部环境动荡时快速适应环境变化和抓住发展机会ꎬ 形成较高的组织韧性ꎻ 另一方面随着

开放深度的增加ꎬ 外部组织能够深入产品创新合作的全过程ꎬ 由此ꎬ 合作方之间成为联系紧密的利

益共同体ꎬ 减少了外部资源供给的不稳定性和合作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张振刚等ꎬ ２０２０)ꎬ 增强了企

业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ꎮ
同时ꎬ 企业通过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向资源稀缺的外部组织输出资源ꎮ 随着企业知识的溢出与扩

散ꎬ 一方面外部组织对本企业的资源依赖和信任不断提高ꎬ 所在行业对以本企业内部技术为基准的

行业标准的认可度也会不断增加(张振刚等ꎬ ２０２０)ꎬ 从而帮助企业形成较高的行业声誉和技术领先

优势ꎻ 另一方面ꎬ 稀缺资源的输出也拓展了企业的合作领域和市场流通空间ꎬ 为企业带来大量支持

新产品开发的资金收益(Ｅｒｉｃ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ꎬ 从而为企业应对环境不确定性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和资

源ꎬ 提升了企业的组织韧性ꎮ
基于已有研究ꎬ 具有较高政治能力的企业高层领导ꎬ 十分重视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政府等利益相

关者的资源和支持(李燕萍和梁燕ꎬ ２０１８)ꎬ 能够通过良好社会形象塑造与积极政商关系发展ꎬ 为开

放式创新中联盟网络的构建及外部资源的输入、 整合ꎬ 内部资源的输出、 转化等提供更加广泛的合

作渠道和基础ꎬ 从而积极推动双向开放式创新ꎮ 而双向开放式创新又能够促使企业在面临复杂多变

的外部环境时具有稳定的合作网络ꎬ 及时获取、 整合各主体要素和资源ꎬ 有效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ꎬ
形成较高的组织韧性(张少峰等ꎬ ２０２３)ꎮ 由此ꎬ 本研究提出假设:

Ｈ５ａ: 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在高层领导政治能力与组织韧性之间具有中介作用ꎮ
Ｈ５ｂ: 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在高层领导政治能力与组织韧性之间具有中介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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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６　 “网络位置—开放式创新”的链式中介作用

企业的关系网络及其网络位置是进行开放式创新的关键条件(何彬源等ꎬ ２０２２)ꎮ 结合社会网络

理论和开放式创新理论ꎬ 相比处于边缘位置的企业ꎬ 处于中心位置的企业拥有更多直接联系的网络

成员(姚艳虹等ꎬ ２０１７)ꎬ 其网络地位和声誉更高ꎬ 更易获取其他成员的支持与认可( Ｓａｎｏ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ꎬ 因此也更容易打破组织边界ꎬ 通过其广泛的关系网络从政府、 科研机构、 供应商甚至竞争对

手手中以许可、 授权、 股权联盟等方式获取创新所需的信息、 资源(Ｅｃｋｈａｒｄ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ꎬ 但仅占据

网络中心位置的企业虽然在信息资源获取上优势显著ꎬ 可如果没有结构洞位置的加持ꎬ 便难以形成

对其他网络成员的控制优势ꎬ 难以有效规避外向型开放式创新的知识泄露等风险ꎬ 此时ꎬ 企业更愿

意选择内向型开放式创新(何彬源等ꎬ ２０２２)ꎮ 而企业在内向型开放式创新过程中ꎬ 一方面不断提升

自身的学习吸收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张振刚等ꎬ ２０２０)ꎬ 另一方面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起更加稳固的

联盟网络和信任关系ꎬ 从而有助于企业在面临环境动荡时及时获取所需资源和支持(杨震宁和赵红ꎬ
２０２０)ꎬ 迅速调整其管理模式和战略方向ꎬ 以有效应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ꎬ 提升组

织韧性ꎮ
与此同时ꎬ 处于结构洞位置的企业ꎬ 位于多条点对点的最短路径上ꎬ 占据着网络内信息、 资源

传递的缺口和信息枢纽位置(Ｂｕｒｔꎬ １９９２)ꎬ 掌握着更多的核心信息、 资源以及信息和资源的获取渠

道ꎬ 可以凭借其优势地位操纵互不相连企业间的信息流动ꎬ 因此拥有相对于网络内其他企业的信息

优势和控制优势(Ｋｏｋａ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ｃｏｔｔꎬ ２００８ꎻ 姚艳虹等ꎬ ２０１７)ꎮ 由此ꎬ 占据结构洞位置的企业能够更

加放心地将内部掌握但有待开发的技术通过共享、 许可、 出售或捐赠等方式嵌出以实现商业化ꎬ 促

进外向型开放式创新(Ｄａｈｌａ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Ｇａｎｎꎬ ２０１０)ꎮ 而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在为企业带来丰厚经济收益

的同时ꎬ 也有助于增加网络内其他成员对本企业的核心技术依赖(Ｌｉｃｈｔｅｎｔｈａｌｅｒꎬ ２００９)ꎬ 从而在危机

状态下能够帮助企业拥有更多的财力和主导权来抵御和化解风险ꎬ 增强企业的组织韧性ꎮ
此外ꎬ 根据已有研究ꎬ 高层领导政治能力的运用能够帮助企业及时掌握外部政策环境变化ꎬ 并

与政府、 行业协会等关键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关系ꎬ 从而一方面有助于提升企业在其联盟网络中的

重要程度ꎬ 增加其网络中心性(梁燕等ꎬ ２０２１)ꎻ 另一方面则可以帮助企业垄断取得关键资源或低价

资源的特殊途径ꎬ 占据中介和关键位置(覃曼和马连福ꎬ ２０１６)ꎮ 而这些核心和关键的网络位置则为

企业开展内向型和外向型开放式创新提供了更多的信息资源优势与控制优势ꎬ 进而有助于提升组织

韧性ꎮ 由此ꎬ 本研究提出假设:
Ｈ６ａ: 企业的网络中心性位置对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ꎮ
Ｈ６ｂ: 企业的结构洞位置对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ꎮ
Ｈ６ｃ: “网络中心性—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在高层领导政治能力与组织韧性之间具有链式中介作用ꎮ
Ｈ６ｄ: “结构洞—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在高层领导政治能力与组织韧性之间具有链式中介作用ꎮ

２􀆰 ７　 环境敌对性的调节作用

组织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置身于外部环境ꎬ 外部环境的不同特征对企业获取资源和信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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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俞园园和梅强ꎬ ２０１６)ꎮ 环境敌对性是企业感知稀缺资源的难以获得性、 竞争

性与市场机会的难以利用性ꎬ 包括竞争敌对性(源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与政策敌对性(源于严格的政府

管制)(Ｌｕｍｐｋｉｎ ａｎｄ Ｄｅｓｓꎬ ２００１)ꎬ 反映了外部环境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支持程度(冯军政ꎬ ２０１３)ꎮ
根据动态能力理论ꎬ 企业的动态能力是组织及其高层领导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ꎬ 获取、 整合和

重构内外部资源以应对快速变化的环境的能力ꎮ 由此ꎬ 不同的情境特征会影响企业高层领导的行为

选择ꎬ 进而影响组织韧性等动态能力的形成ꎮ 结合高阶理论ꎬ 企业高层领导的行为选择又会受到领

导能力特征的重要影响ꎮ 因此ꎬ 当企业面临敌对性较高的外部环境时ꎬ 一方面市场竞争激烈ꎬ 企业

市场机会较少ꎬ 外部可用资源受到约束(俞园园和梅强ꎬ ２０１６)ꎬ 企业原有的产业地位受到挑战ꎻ 另

一方面政府实行较严格的产业管制与战略资源控制ꎬ 政治与行政管理中不确定性较高ꎬ 进一步制约

了企业稀缺资源的可获得性与市场机会的可利用性(冯军政ꎬ ２０１３)ꎮ 此时ꎬ 在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与

高关系文化导向下ꎬ 政府部门仍然是企业资源和合法性的关键来源ꎮ 这使得企业在面临高度环境敌

对性时ꎬ 会更加依赖政府关系来应对激烈竞争和突破制度障碍ꎬ 从而强化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在

塑造良好社会形象、 构建联盟网络等方面作用的发挥ꎬ 促使企业网络中心性和中介性的提升(梁燕

等ꎬ ２０２１)ꎮ 而核心的网络位置又能够在环境敌对性较高的情况下帮助企业获取稀缺资源与市场机

会ꎬ 从而有效抵御外部风险和环境动荡ꎬ 增强企业的组织韧性ꎮ 相反ꎬ 当环境敌对性较低时ꎬ 市场

机会多ꎬ 政府对产业和资源的管制少ꎬ 企业更加需要市场能力来获取竞争优势和提高企业绩效ꎬ 高

层领导政治能力在提升企业网络位置上的作用有限ꎮ 由此ꎬ 本文认为环境敌对性在企业高层领导政

治能力与企业网络位置的中心性和中介性间具有一定的正向调节作用ꎮ
同理ꎬ 在敌对性较高的环境下ꎬ 具有高政治能力的企业高层领导ꎬ 一方面更加关注政策环境变

化ꎬ 能够快速处理和响应环境信号ꎬ 及时抓住外部机会和渠道ꎬ 从而促进惯性突破、 资源整合和开

放式创新(Ｅｃｋｈａｒｄ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ꎻ 另一方面重视通过发展与维持良好政商关系、 塑造良好社会形象来

获取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认可与支持(李燕萍和梁燕ꎬ ２０１８)ꎬ 从而能够更好地为企业进行开放式创

新获取充分的资源和渠道ꎮ 而当环境敌对性较低时ꎬ 市场上的资源、 机会较多ꎬ 且政府对行业发展

的约束也较少ꎬ 企业会选择依靠市场能力来获取利益相关者的认可ꎬ 对依赖政治能力和政商关系来

获取关键资源和渠道进行开放式创新的动机减少ꎮ 综上所述ꎬ 本文提出假设:
Ｈ７ａ: 环境敌对性调节了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与企业网络位置(网络中心性与结构洞)之间的关

系ꎮ 环境敌对性越强ꎬ 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对企业网络位置(网络中心性与结构洞)的正向影响越强ꎮ
Ｈ７ｂ: 环境敌对性调节了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与企业开放式创新(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和外向型

开放式创新)之间的关系ꎮ 环境敌对性越强ꎬ 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对企业开放式创新(内向型开放

式创新和外向型开放式创新)的正向影响越强ꎮ
基于假设 Ｈ４、 假设 Ｈ５ 和假设 Ｈ６ꎬ 本研究进一步提出另外三个被调节的中介作用路径ꎮ 具体来

说ꎬ 企业网络位置和开放式创新均中介了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对组织韧性的影响ꎬ 且其中介作用

大小均取决于环境敌对性的高低ꎮ 当环境敌对性较高时ꎬ 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的运用能够帮助企

业更好地适应、 预测甚至改变政治环境ꎬ 得到其中以政府为主体的利益相关者的信任、 支持ꎬ 从而

有助于构建核心的网络位置和进行开放式创新ꎬ 有效防范风险ꎬ 获取应对外部动荡环境的优势资源、
机会等ꎬ 进而提高企业的组织韧性ꎮ 根据以上分析ꎬ 本研究提出假设: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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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８ａ: 环境敌对性正向调节了企业网络位置(中心性和结构洞)在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与组织

韧性之间的中介作用ꎬ 即环境敌对性越高时ꎬ 企业网络位置(中心性和结构洞)在企业高层领导政治

能力与组织韧性之间的中介作用越强ꎬ 反之越弱ꎮ
Ｈ８ｂ: 环境敌对性正向调节了开放式创新(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和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在企业高层

领导政治能力与组织韧性之间的中介作用ꎬ 即环境敌对性越高时ꎬ 企业开放式创新在企业高层领导

政治能力与组织韧性之间的中介作用越强ꎬ 反之越弱ꎮ
Ｈ８ｃ: 环境敌对性正向调节了“网络位置—开放式创新”在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与组织韧性之

间的链式中介作用ꎬ 即环境敌对性越高时ꎬ 企业“网络中心性—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和“结构洞—外向

型开放式创新”在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与组织韧性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越强ꎬ 反之越弱ꎮ

３􀆰 研究设计

３􀆰 １　 研究样本

本研究以国内企业高管为样本ꎬ 通过电子问卷或纸质问卷对某高校 ＥＭＢＡ 学生及在职博士研究

生所在企业的 ３~５ 名高层管理者进行调查ꎬ 周期为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ꎬ 样本分布于江西、
浙江、 广东、 四川等地ꎮ 共调研 １０８ 家企业ꎬ 发放 ３５０ 份调查问卷ꎬ 剔除部分不属于企业高管填写

及填写不符合要求的问卷ꎬ 最终共回收有效样本问卷 ２５４ 份ꎬ 分布于 ８７ 家企业ꎮ 问卷总有效回收率

为 ７２􀆰 ５７％ꎮ 有效样本中ꎬ 男性占 ８３􀆰 ９％ꎬ 女性占 １６􀆰 １％ꎻ 年龄集中于 ３３ ~ ４７ 岁ꎬ 占 ９０􀆰 ４％ꎻ 企业

性质中ꎬ 国有企业占 ４􀆰 ６％ꎬ 民营企业占 ７８􀆰 ２％ꎬ 合资企业占 １２􀆰 ６％ꎬ 外资企业占 ４􀆰 ６％ꎻ 企业规模

大多为 ５００ 人以上ꎬ 占比达 ９１􀆰 ９％ꎮ

３􀆰 ２　 变量测量

对于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的测量ꎬ 本文采用梁燕等(２０２１)开发的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量表ꎬ
包含政治战略思维、 关系网络发展、 政策环境掌控、 社会形象管理、 组织建设等 ５ 个维度 １５ 个问

项ꎬ 如“对政策动向极其敏锐ꎬ 能够准确判断、 提前抓住政策变化趋势”“善于发展和维持与政府、 行

业协会等利益相关者的良好关系”等ꎮ 本研究中ꎬ 该量表信度系数为 ０􀆰 ９３９ꎮ
对于组织韧性的测量ꎬ 本文借鉴 Ｋａｎｔｕｒ 和 Ｉｓｅｒｉ￣Ｓａｙ(２０１５)开发的单维度量表ꎬ 包括“企业能在遭

遇突发事件时灵活地采取相应措施”“当遇到危机或突发状况时ꎬ 企业能够提出多种解决方案”等 １０
个问项ꎮ 本研究中ꎬ 该量表信度系数为 ０􀆰 ８０３ꎮ

对于开放式创新的测量ꎬ 本文采用张振刚等(２０１５)在 Ｓｉｓｏｄｉｙａ 等(２０１３)研究基础上修订的量表ꎬ
包括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和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两个维度共 １０ 个问项ꎬ 如“经常扫描外部环境并引入外

部技术、 信息、 概念、 知识等”“参与其他企业(如联盟企业)的新技术或新产品项目的商业化活动ꎬ
以扩大市场份额或开发新市场”ꎮ 本研究中ꎬ 两个维度的信度系数分别为 ０􀆰 ８９４、 ０􀆰 ８４３ꎮ

１５

梁　 燕ꎬ 等

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何以促进组织韧性?



对于网络位置ꎬ 本文以网络中心性和结构洞来测量ꎮ 其中ꎬ 网络中心性借鉴彭伟等(２０１３)在

Ｂａｔｊａｒｇａｌ 和 Ｌｉｕ(２００４)研究基础上修订的量表ꎬ 包括“本企业在合作关系网络中具有重要地位”“本企

业与本领域内的很多大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等 ４ 个问项ꎬ 在本研究中其信度系数为 ０􀆰 ８３４ꎮ 结构洞

借鉴姚艳虹等(２０１７)的测量方式ꎬ 包括“许多信息或知识经由本公司传递给关系网络内的伙伴” “本
公司为关系网络伙伴提供了其他的合作关系”等 ４ 个问项ꎬ 在本研究中其信度系数为 ０􀆰 ８１３ꎮ

对于环境敌对性的测量ꎬ 本研究借鉴冯军政(２０１３)在 Ｃｏｖｉｎ 等(２０００)研究基础上修订的量表ꎬ
包括“本企业所在行业竞争活动十分激烈”“在本企业所在行业ꎬ 相关的政策法规对竞争主体的约束非

常多”等 ４ 个问项ꎬ 在本研究中其信度系数为 ０􀆰 ８５２ꎮ
以上量表均采用李克特 ５ 点量表ꎬ １＝非常不符合ꎬ ５＝非常符合ꎮ 此外ꎬ 考虑到企业高层领导的

个体特征与企业特征均会对企业行为产生影响ꎬ 因此本文选取高层领导的性别与年龄以及企业的性

质、 规模与成立时间作为控制变量ꎮ

４􀆰 研究结果

４􀆰 １　 变量同源方差与效度检验

本文首先运用 Ｍｐｌｕｓ７􀆰 ０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ꎬ 以检验量表效度及变量的同源方差问题ꎮ 分析发

现ꎬ 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 网络中心性、 结构洞、 内向型开放式创新、 外向型开放式创新、 组织

韧性、 环境敌对性的模型拟合指数均在可接受的标准内ꎬ 通过结构效度检验ꎮ 构建竞争模型发现七

因子模型的拟合结果最好(见表 １)、 区分效度最高ꎬ 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同源方差问题ꎬ 变量

通过区分效度检验ꎮ

表 １ 验证性因子分析比较(Ｎ＝２５４)

模　 　 型 χ２ ｄｆ χ２ / ｄｆ ＡＩＣ ＢＩＣ ＣＦＩ ＴＬＩ ＳＲＭＲ ＲＭＳＥＡ(９０％ ＣＩ)
七因子模型(ＴꎬＲꎬＣꎬＳꎬＩꎬＥꎬＨ) １５５２􀆰 ６８ １０１３ １􀆰 ５３ ２３９２０􀆰 ０５ ２４４９３􀆰 １０ ０􀆰 ９１ ０􀆰 ９０ ０􀆰 ０５ ０􀆰 ０５[０􀆰 ０４１ꎬ０􀆰 ０５０]
六因子模型(ＴꎬＲꎬＣ＋ＳꎬＩꎬＥꎬＨ) １７４４􀆰 ７１ １０１９ １􀆰 ７１ ２４１００􀆰 ０９ ２４６５１􀆰 ９２ ０􀆰 ８８ ０􀆰 ８７ ０􀆰 ０６ ０􀆰 ０５[０􀆰 ０４９ꎬ０􀆰 ０５７]
六因子模型(Ｔ＋ＲꎬＣꎬＳꎬＩꎬＥꎬＨ) １９３７􀆰 ３１ １０１９ １􀆰 ９０ ２４２９２􀆰 ６９ ２４８４４􀆰 ５１ ０􀆰 ８４ ０􀆰 ８３ ０􀆰 ０８ ０􀆰 ０６[０􀆰 ０５６ꎬ０􀆰 ０６４]
五因子模型(Ｔ＋ＲꎬＣꎬＳꎬＩ＋ＥꎬＨ) ２０７４􀆰 ４９ １０２４ ２􀆰 ０３ ２４４１９􀆰 ８６ ２４９５４􀆰 ００ ０􀆰 ８２ ０􀆰 ８１ ０􀆰 ０８ ０􀆰 ０６[０􀆰 ０６０ꎬ０􀆰 ０６７]
四因子模型(Ｔ＋ＲꎬＣ＋ＳꎬＩ＋ＥꎬＨ) ２２６４􀆰 １９ １０２８ ２􀆰 ２０ ２４６０１􀆰 ５７ ２５１２１􀆰 ５６ ０􀆰 ７９ ０􀆰 ７８ ０􀆰 ０９ ０􀆰 ０７[０􀆰 ０６５ꎬ０􀆰 ０７３]
三因子模型(Ｔ＋Ｒ＋Ｃ＋ＳꎬＩ＋ＥꎬＨ) ２６８０􀆰 ０３ １０３１ ２􀆰 ６０ ２５０１１􀆰 ４１ ２５５２０􀆰 ７８ ０􀆰 ７２ ０􀆰 ７０ ０􀆰 ０９ ０􀆰 ０８[０􀆰 ０７６ꎬ０􀆰 ０８３]
二因子模型(Ｔ＋Ｒ＋Ｃ＋ＳꎬＩ＋Ｅ＋Ｈ) ３０７５􀆰 ４１ １０３３ ２􀆰 ９８ ２５４０２􀆰 ７９ ２５９０５􀆰 ０９ ０􀆰 ６５ ０􀆰 ６３ ０􀆰 １０ ０􀆰 ０９[０􀆰 ０８５ꎬ０􀆰 ０９２]
一因子模型(Ｔ＋Ｒ＋Ｃ＋Ｓ＋Ｉ＋Ｅ＋Ｈ) ３５４２􀆰 ０４ １０３４ ３􀆰 ４３ ２５８６７􀆰 ４２ ２６３６６􀆰 １８ ０􀆰 ５７ ０􀆰 ５５ ０􀆰 １０ ０􀆰 １０[０􀆰 ０９４ꎬ０􀆰 １０１]
　 　 注: Ｔ 为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ꎬ Ｒ 为组织韧性ꎬ Ｃ 为网络中心性ꎬ Ｓ 为结构洞ꎬ Ｉ 为内向型开放式创新ꎬ Ｅ 为外

向型开放式创新ꎬ Ｈ 为环境敌对性ꎬ “＋”为两个变量组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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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变量聚合分析

考虑到本研究中各变量均为组织层面变量ꎬ 因此需要将各企业高层领导团队成员的个体评价得

分聚合到组织层面ꎮ 为避免个体间相互影响所导致的模型参数估计偏差ꎬ 判断是否能够将个体得分

的均值作为组织层面各变量的观测指标ꎬ 本文首先进行组内一致性和组间异质性检验ꎬ 分析发现ꎬ
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的 ＩＣＣ(１) ＝ ０􀆰 ４９、 ＩＣＣ(２) ＝ ０􀆰 ７９ꎬ 组织韧性的 ＩＣＣ(１) ＝ ０􀆰 ２８、 ＩＣＣ(２) ＝
０􀆰 ６０ꎬ 网络中心性的 ＩＣＣ(１)＝ ０􀆰 ２７、 ＩＣＣ(２)＝ ０􀆰 ５９ꎬ 结构洞的 ＩＣＣ(１)＝ ０􀆰 ２２、 ＩＣＣ(２)＝ ０􀆰 ５３ꎬ 内向

型开放式创新的 ＩＣＣ(１) ＝ ０􀆰 ３７、 ＩＣＣ(２) ＝ ０􀆰 ６９ꎬ 外向型开放式创新的 ＩＣＣ(１) ＝ ０􀆰 ２８、 ＩＣＣ(２) ＝
０􀆰 ６０ꎬ 环境敌对性的 ＩＣＣ(１) ＝ ０􀆰 ４６、 ＩＣＣ(２) ＝ ０􀆰 ７７ꎬ 符合 ＩＣＣ(１) > ０􀆰 ０５、 ＩＣＣ(２) > ０􀆰 ５ 的标准

(Ｊａｍｅｓꎬ １９８２)ꎬ 且上述各变量的 Ｒｗｇ 值也均大于 ０􀆰 ７ꎬ 表明数据符合由个体层面聚合到组织层面的

要求ꎮ 由此ꎬ 本研究可以将各企业高管团队的个体评分均值作为组织层面各变量的观测值进行后续

分析和假设检验ꎮ

４􀆰 ３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研究中各变量的分布与相关情况ꎬ 本文运用 ＳＰＳＳ 对研究中各组织层面变量进行

了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ꎬ 分析结果见表 ２ꎮ

表 ２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Ｎ＝８７)

变量 Ｍ Ｓ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企业性质 ２􀆰 １７０ ０􀆰 ５７５
２ 企业规模 ４􀆰 ７５０ ０􀆰 ６７７ －０􀆰 ０６４
３ 成立时间 １５􀆰 ８８５ ６􀆰 ５２２ ０􀆰 ０３２ ０􀆰 ２１５∗

４ 领导政治能力 ３􀆰 ７３８ ０􀆰 ４９４ －０􀆰 ０２５ ０􀆰 ２５７∗ ０􀆰 １１９
５ 组织韧性 ３􀆰 ６９５ ０􀆰 ３４１ －０􀆰 ０４９ ０􀆰 ３２９∗∗ ０􀆰 ０８４ ０􀆰 ５９７∗∗

６ 网络中心性 ４􀆰 ０２７ ０􀆰 ４８７ ０􀆰 ０５９ ０􀆰 ２０８ ０􀆰 ２７０∗ ０􀆰 ５３２∗∗ ０􀆰 ６５４∗∗

７ 结构洞 ３􀆰 ７１６ ０􀆰 ４７６ －０􀆰 ０６０ ０􀆰 ０６４ －０􀆰 ０３２ ０􀆰 ５５６∗∗ ０􀆰 ６２６∗∗ ０􀆰 ５２６∗∗

８ Ｉ￣开放式创新 ３􀆰 ９５１ ０􀆰 ５５７ －０􀆰 １３１ ０􀆰 ２５０∗ ０􀆰 １９１ ０􀆰 ６７５∗∗ ０􀆰 ６９１∗∗ ０􀆰 ６１２∗∗ ０􀆰 ５８０∗∗

９ Ｅ￣开放式创新 ３􀆰 ４５２ ０􀆰 ５３０ －０􀆰 ０７３ ０􀆰 ２０４ ０􀆰 １５８ ０􀆰 ５７２∗∗ ０􀆰 ５６８∗∗ ０􀆰 ４６９∗∗ ０􀆰 ４４８∗∗ ０􀆰 ６９１∗∗

１０ 环境敌对性 ３􀆰 ００３ ０􀆰 ６８０ ０􀆰 ０１４ －０􀆰 １２４ －０􀆰 １３５ －０􀆰 ２１９∗ －０􀆰 ３１４∗∗ －０􀆰 ４０６∗∗ －０􀆰 ２６７∗∗ －０􀆰 ３４４∗∗ －０􀆰 １８６
　 　 注: ∗表示系数在 ０􀆰 ０５ 水平显著ꎬ ∗∗表示系数在 ０􀆰 ０１ 水平显著ꎬ Ｉ￣开放式创新表示内向型开放式创新ꎬ Ｅ￣开放式创新

表示外向型开放式创新ꎮ

根据表 ２ꎬ 从控制变量来看ꎬ 企业规模与高层领导政治能力( ｒ＝ ０􀆰 ２５７ꎬ ｐ<０􀆰 ０５)、 内向型开放式

创新( ｒ＝ ０􀆰 ２５０ꎬ ｐ<０􀆰 ０５)和组织韧性( ｒ ＝ ０􀆰 ３２９ꎬ ｐ<０􀆰 ０１)均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ꎬ 说明企业规模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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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ꎬ 企业高层领导的政治能力、 企业的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程度越高ꎬ 组织韧性越强ꎻ 企业成立时间

与组织网络中心性也显著正相关( ｒ＝ ０􀆰 ２７０ꎬ ｐ<０􀆰 ０５)ꎬ 表明企业成立时间越长ꎬ 其网络中心性越高ꎮ
从主效应变量来看ꎬ 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与组织韧性( ｒ＝ ０􀆰 ５９７ꎬ ｐ<０􀆰 ０１)、 网络中心性( ｒ ＝ ０􀆰 ５３２ꎬ
ｐ<０􀆰 ０１)、 结构洞( ｒ＝ ０􀆰 ５５６ꎬ ｐ<０􀆰 ０１)、 内向型开放式创新( ｒ ＝ ０􀆰 ６７５ꎬ ｐ<０􀆰 ０１)、 外向型开放式创新

( ｒ＝ ０􀆰 ５７２ꎬ ｐ<０􀆰 ０１)均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ꎬ 假设 Ｈ１ 至假设 Ｈ３ 均得到初步验证ꎻ 网络中心性和结

构洞也分别与内向型开放式创新、 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ｒ ＝ ０􀆰 ６１２ꎬ ｐ<０􀆰 ０１ꎻ ｒ ＝
０􀆰 ４４８ꎬ ｐ<０􀆰 ０１)ꎬ 假设 Ｈ６ａ 和假设 Ｈ６ｂ 也得到初步验证ꎻ 网络中心性、 结构洞、 内向型开放式创

新、 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也均与组织韧性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ｒ ＝ ０􀆰 ６５４ꎬ ｐ<０􀆰 ０１ꎻ ｒ ＝ ０􀆰 ６２６ꎬ ｐ<０􀆰 ０１ꎻ
ｒ＝ ０􀆰 ６９１ꎬ ｐ<０􀆰 ０１ꎻ ｒ＝ ０􀆰 ５６８ꎬ ｐ<０􀆰 ０１)ꎬ 说明企业的网络位置越核心和关键ꎬ 开放式创新程度越高ꎬ
组织韧性也会越强ꎮ

４􀆰 ４　 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假设 Ｈ１ 至假设 Ｈ６ꎬ 本文运用 Ｍｐｌｕｓ７􀆰 ０ 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
２０００)ꎬ 分析结果如表 ３ 所示ꎮ

表 ３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Ｎ＝８７)

分析 效　 　 应 估计值 置信区间

标准化

路径分析

(直接效应)

高层领导政治能力→组织韧性 ０􀆰 ０５９ [－０􀆰 ０４８ꎬ ０􀆰 ２０２]
高层领导政治能力→网络中心性 ０􀆰 ５３０∗∗∗ [０􀆰 ２８２ꎬ ０􀆰 ８０３]
高层领导政治能力→结构洞 ０􀆰 ５１９∗∗∗ [０􀆰 ２８９ꎬ ０􀆰 ７４０]
高层领导政治能力→内向型开放式创新 ０􀆰 ５３５∗∗∗ [０􀆰 ３２７ꎬ ０􀆰 ７５４]
高层领导政治能力→外向型开放式创新 ０􀆰 ３７８∗ [０􀆰 ０４２ꎬ ０􀆰 ６７１]
网络中心性→内向型开放式创新 ０􀆰 ４２０∗∗∗ [０􀆰 ２２２ꎬ ０􀆰 ６３４]
结构洞→外向型开放式创新 ０􀆰 ３８０‡ [０􀆰 ０３０ꎬ ０􀆰 ８２３]
网络中心性→组织韧性 ０􀆰 １９３∗ [０􀆰 ０４０ꎬ ０􀆰 ３６６]
结构洞→组织韧性 ０􀆰 １７８∗ [０􀆰 ０３２ꎬ ０􀆰 ３２５]
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组织韧性 ０􀆰 １５６∗ [０􀆰 ２４０ꎬ ０􀆰 ２７９]
外向型开放式创新→组织韧性 ０􀆰 ０６４ [－０􀆰 ０５４ꎬ ０􀆰 １６２]

总间接效应 高层领导政治能力→组织韧性 ０􀆰 ４０９∗∗∗ [０􀆰 １９９ꎬ ０􀆰 ６２３]

特定间接

效应分析

高层领导政治能力→网络中心性→组织韧性(ｉｎ１) ０􀆰 １０２‡ [０􀆰 ０２１ꎬ ０􀆰 ２６７]
高层领导政治能力→结构洞→组织韧性(ｉｎ２) ０􀆰 ０９２‡ [０􀆰 ０１８ꎬ ０􀆰 ２０７]
高层领导政治能力→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组织韧性(ｉｎ３) ０􀆰 ０８４∗ [０􀆰 ０１７ꎬ ０􀆰 １７３]
高层领导政治能力→外向型开放式创新→组织韧性(ｉｎ４)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９ꎬ ０􀆰 １１９]
高层领导政治能力→网络中心性→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组织韧性(ｉｎ５) ０􀆰 ０３５∗∗ [０􀆰 ００９ꎬ ０􀆰 ０９４]
高层领导政治能力→结构洞→外向型开放式创新→组织韧性(ｉｎ６)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３ꎬ ０􀆰 ０４７]

　 　 注: ‡ 表示相关系数在 ９０％的置信区间水平下显著ꎬ ∗表示相关系数在 ９５％的置信区间水平下显著ꎬ ∗∗表示相

关系数在 ９９％的置信区间水平下显著ꎬ ∗∗∗表示相关系数在 ９９􀆰 ９％的置信区间水平下显著ꎬ 下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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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３ꎬ 组织韧性对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的直接效应回归系数为 ０􀆰 ０５９(ｐ ＝ ０􀆰 ３５３)ꎬ 总间接

效应回归系数为 ０􀆰 ４０９(ｐ<０􀆰 ００１)ꎬ 表明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对组织韧性具有间接的显著正向促进

作用ꎬ 假设 Ｈ１ 成立ꎮ 同时ꎬ 企业的网络中心性和结构洞对高层领导政治能力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 ５３０(ｐ<０􀆰 ００１)和 ０􀆰 ５１９(ｐ<０􀆰 ００１)ꎬ 表明高层领导政治能力对企业的网络中心性和结构洞位置具有

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ꎬ 假设 Ｈ２ａ 和 Ｈ２ｂ 成立ꎻ 企业的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对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的

回归系数为 ０􀆰 ５３５(ｐ<０􀆰 ００１)ꎬ 对企业网络中心性的回归系数为 ０􀆰 ４２０(ｐ<０􀆰 ００１)ꎬ 表明企业高层领导

政治能力和网络中心性对企业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ꎬ 假设 Ｈ３ａ 和 Ｈ６ａ 成立ꎻ 企

业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对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的回归系数为 ０􀆰 ３７８(ｐ<０􀆰 ０５)ꎬ 对企业结构洞位置的

回归系数为 ０􀆰 ３８０(ｐ<０􀆰 １ꎬ ９５％的置信区间不包括 ０)ꎬ 表明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和结构洞位置对

企业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ꎬ 假设 Ｈ３ｂ 和 Ｈ６ｂ 成立ꎮ
此外ꎬ 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通过企业网络中心性(ｉｎ１＝ ０􀆰 １０２ꎬ ｐ<０􀆰 １ꎬ ９５％的置信区间不包括

０)、 结构洞(ｉｎ２＝ ０􀆰 ０９２ꎬ ｐ<０􀆰 １ꎬ ９５％的置信区间不包括 ０)以及内向型开放式创新( ｉｎ３ ＝ ０􀆰 ０８４ꎬ ｐ<
０􀆰 ０５)对组织韧性的间接效应系数均显著ꎬ 表明企业网络中心性和结构洞位置以及内向型开放式创新

在高层领导政治能力与组织韧性之间分别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ꎬ 假设 Ｈ４ａ、 Ｈ４ｂ、 Ｈ５ａ 成立ꎮ 而企业

高层领导政治能力通过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对组织韧性的间接效应系数不显著 ( ｉｎ４ ＝ ０􀆰 ０２４ꎬ ｐ ＝
０􀆰 ３６９)ꎬ 表明企业的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在高层领导政治能力与组织韧性之间不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ꎬ
假设 Ｈ５ｂ 不成立ꎮ 同时ꎬ 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通过企业“网络中心性→内向型开放式创新”ꎬ 对组

织韧性的间接效应系数显著( ｉｎ５ ＝ ０􀆰 ０３５ꎬ ｐ<０􀆰 ０１)ꎬ 表明企业“网络中心性→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在
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与组织韧性之间具有显著的链式中介作用ꎬ 假设 Ｈ６ｃ 成立ꎮ 企业高层领导政

治能力通过“结构洞→外向型开放式创新”ꎬ 对组织韧性的间接效应系数不显著( ｉｎ５ ＝ ０􀆰 ０１３ꎬ ｐ ＝
０􀆰 ２９３)ꎬ 表明“结构洞→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在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与组织韧性之间不具有显著的

链式中介作用ꎬ 假设 Ｈ６ｄ 不成立ꎮ
综上ꎬ 在本研究中共有四条中介路径显著ꎬ 包括“高层领导政治能力→网络中心性→组织韧性”

“高层领导政治能力→结构洞→组织韧性”“高层领导政治能力→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组织韧性”“高
层领导政治能力→网络中心性→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组织韧性”ꎮ

４􀆰 ５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基于上述中介效应检验结果ꎬ 本研究运用 Ｍｐｌｕｓ７􀆰 ０ꎬ 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进一步

对环境敌对性在四条显著中介路径中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ꎮ 结果发现: 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与环

境敌对性的交互项对企业的网络中心性(β＝ ０􀆰 ２９３ꎬ ｐ<０􀆰 ００１)、 结构洞(β＝ ０􀆰 ２４２ꎬ ｐ<０􀆰 ０１)和内向型

开放式创新(β＝ ０􀆰 ２０９ꎬ ｐ<０􀆰 ０５)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见表 ４)ꎬ 表明企业高层领导所感知到的企

业面临的环境敌对性显著正向调节了高层领导政治能力与企业的网络位置(网络中心性和结构洞)之
间以及高层领导政治能力与企业内向型开放式创新之间的关系ꎬ 即企业面临的环境敌对性越强ꎬ 企

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对组织网络中心性和结构洞位置的正向影响越强ꎬ 对组织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的

正向影响也越强ꎬ 即假设 Ｈ７ａ 成立ꎬ 假设 Ｈ７ｂ 部分成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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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ꎬ 中介路径“高层领导政治能力→网络中心性→组织韧性”的间接效应在高环境敌对性组

(β＝０􀆰 １１４ꎬ ｐ<０􀆰 ０５)和低环境敌对性组(β＝ ０􀆰 ０６４ꎬ ｐ<０􀆰 ０５)均显著ꎬ 其组间差异为 ０􀆰 ０５(９５％的置信

区间不包括 ０)ꎬ 达到显著性水平(见表 ５)ꎬ 表明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通过网络中心性影响组织韧

性的间接效应受到企业面临的环境敌对性的正向调节ꎬ 即企业面临的环境敌对性越强ꎬ 网络中心性

在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与组织韧性之间的中介作用越强ꎬ 但中介路径“高层领导政治能力→结构

洞→组织韧性”在高环境敌对性和低环境敌对性的组间差异不显著(Ｄｉｆｆ ＝ ０􀆰 ０３８ꎬ ９５％的置信区间包括

０)ꎮ 因此ꎬ 假设 Ｈ８ａ 部分成立ꎮ 同时ꎬ 中介路径“高层领导政治能力→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组织韧

性”的间接效应在高环境敌对性组(β ＝ ０􀆰 １７５ꎬ ｐ<０􀆰 ０１)和低环境敌对性组(β ＝ ０􀆰 １３３ꎬ ｐ<０􀆰 ０５)均显

著ꎬ 两条中介路径的组间差异为 ０􀆰 ０４２(９５％的置信区间不包括 ０)ꎬ 达到显著性水平(见表 ５)ꎬ 因此

环境敌对性在该中介路径的调节作用显著ꎬ 假设 Ｈ８ｂ 部分成立ꎮ 此外ꎬ 链式中介路径“高层领导政治

能力→网络中心性→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组织韧性”的间接效应在高环境敌对性组(β ＝ ０􀆰 ０２７ꎬ ｐ<
０􀆰 １)显著ꎬ 在低环境敌对性组(β ＝ ０􀆰 ０１５ꎬ ｐ ＝ ０􀆰 １２９)不显著ꎬ 其组间差异为 ０􀆰 ０１２(９５％的置信区间

不包括 ０)ꎬ 达到显著性水平(见表 ５)ꎬ 表明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通过“网络中心性→内向型开放式

创新”影响组织韧性的间接效应受到企业面临的环境敌对性的正向调节ꎬ 即企业面临的环境敌对性越

强ꎬ “网络中心性→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在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与组织韧性之间的中介作用越强ꎬ
假设 Ｈ８ｃ 部分成立ꎮ

表 ４ 调节效应检验(Ｎ＝８７)

变量 网络中心性 结构洞 内向型开放式创新 组织韧性

高层领导政治能力 ０􀆰 ３８６∗∗∗ ０􀆰 ４５７∗∗∗ ０􀆰 ５７３∗∗∗ ０􀆰 １０６
网络中心性 — — — ０􀆰 ２８４∗∗

结构洞 — — — ０􀆰 ２４０∗∗

内向型开放式创新 — — — ０􀆰 ３０７∗∗

环境敌对性 －０􀆰 ２５９∗∗ －０􀆰 １１５ －０􀆰 １７４∗ —
政治能力×环境敌对性 ０􀆰 ２９３∗∗∗ ０􀆰 ２４２∗∗ ０􀆰 ２０９∗ —

表 ５ 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检验(Ｎ＝８７)

调节变量及路径

环境敌对性

低组 高组
组间差异(高－低)
(９５％置信区间)

高层领导政治能力→网络中心性→组织韧性 ０􀆰 ０６４∗ ０􀆰 １１４∗ ０􀆰 ０５０[０􀆰 ００５ꎬ ０􀆰 １３２]
高层领导政治能力→结构洞→组织韧性 ０􀆰 ０７６∗ ０􀆰 １１４∗∗ ０􀆰 ０３８[－０􀆰 ００２ꎬ ０􀆰 ０８５]
高层领导政治能力→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组织韧性 ０􀆰 １３３∗ ０􀆰 １７５∗∗ ０􀆰 ０４２[０􀆰 ０１０ꎬ ０􀆰 １２０]
高层领导政治能力→网络中心性→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组织韧性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２[０􀆰 ００２ꎬ ０􀆰 ０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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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确认企业面临的环境敌对性对“高层领导政治能力→网络中心性→组织韧性”“高层领

导政治能力→网络中心性→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组织韧性” “高层领导政治能力→内向型开放式创

新→组织韧性”这三条中介路径的调节效应是否如假设预期ꎬ 本文参考 Ａｉｋｅｎ 和 Ｗｅｓｔ(１９９４)的做法ꎬ
取环境敌对性的平均数加减一个标准差得出高组与低组回归模型ꎬ 计算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等于 １
或 ５ 时的企业网络中心性和内向型开放式创新ꎬ 并进行绘图ꎬ 结果如图 ２ 和图 ３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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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环境敌对性在高层领导政治能力与企业网络中心性间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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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环境敌对性在高层领导政治能力与内向型开放式创新间的调节作用

分析结果显示ꎬ 企业面临的环境敌对性正向调节了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对企业网络中心性和

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的促进作用ꎮ 在企业面临较高环境敌对性的情况下ꎬ 高层领导的政治能力促进企

业网络位置中心性和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的作用进一步强化ꎬ 而在企业面临的环境敌对性较低的情况

下ꎬ 企业高层领导的政治能力增强企业网络位置中心性和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的作用则会弱化ꎬ 即相

比面临的环境敌对性较低的企业ꎬ 面临的环境敌对性较高的企业ꎬ 其高层领导的政治能力对增强企

业网络中心性和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的正向作用更强ꎮ 此处进一步验证了上文得出的结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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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与讨论

５􀆰 １　 研究发现与结论

本研究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ꎬ 运用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ꎬ 深入探讨和分析了企业高层

领导政治能力塑造组织韧性的中介机制和边界条件ꎬ 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ꎬ 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能够正向预测企业的网络中心性和结构洞位置以及企业的开放式

创新行为ꎬ 并增强组织韧性ꎮ
第二ꎬ 企业的网络位置(中心性与结构洞)与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在高层领导政治能力与组织韧性

之间分别具有中介作用ꎬ 并且网络中心性和内向型开放式创新能够共同在两者之间形成链式中介作

用ꎬ 但通过外向型开放式创新的中介路径并不显著ꎮ 这表明ꎬ 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增强组织韧性

的路径主要有两条: 一条路径是通过提升企业的网络核心位置ꎬ 包括更广泛的关系网络和垄断性的

网络地位ꎬ 从而获取更多应对外部冲击的关键资源和网络权力ꎬ 提升组织韧性ꎻ 另一条路径是通过

促进企业进行内向型开放式创新ꎬ 保证稳定的资源供给ꎬ 形成技术领先优势ꎬ 从而有效适应市场变

化和应对外部风险ꎬ 增强组织韧性ꎮ 根据分析结果ꎬ 通过外向型开放式创新的中介路径和链式中介

路径不显著主要在于其对于组织韧性的影响路径不显著ꎮ 究其原因ꎬ 一方面ꎬ 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主

要通过知识和资源商业化输出的方式来实现价值创造ꎬ 虽然能带来一定的财务收益和行业声誉ꎬ 但

也增加了信息泄露和内部创新成果失去市场价值的风险(张振刚等ꎬ ２０２０)ꎬ 从而抑制了其对组织韧

性的促进作用ꎮ 另一方面ꎬ 本研究调研正处于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期间ꎬ 企业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可能

受到限制ꎬ 造成企业对外创新输出的时间成本和交易成本显著增加(魏杰和张卓ꎬ ２０１８)ꎬ 从而进一

步导致外向型开放式创新无法显著促进组织韧性ꎮ
第三ꎬ 环境敌对性在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与企业网络位置(中心性和结构洞)之间、 企业高层

领导政治能力与企业内向型开放式创新之间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ꎬ 并进一步表现为被调节的中介

和被调节的链式中介: 环境敌对性与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的交互项通过企业的网络中心性、 内向

型开放式创新的中介以及“网络中心性→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的链式中介ꎬ 影响企业的组织韧性ꎮ 这

表明ꎬ 在外部环境对企业生存发展支持性越差的情况下ꎬ 企业高层领导的政治能力越能够有效发挥

其在关系网络发展与内向型开放式创新上的积极作用ꎬ 从而增强组织韧性ꎮ

５􀆰 ２　 理论贡献与管理启示

５􀆰 ２􀆰 １　 理论贡献

第一ꎬ 从高层领导政治能力角度探索了组织韧性提升的有效路径ꎬ 丰富了组织韧性的前因研

究ꎮ 已有研究虽关注了领导因素对组织韧性形成的重要作用ꎬ 但大多聚焦于领导者的个体特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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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风格(梁阜等ꎬ ２０２３)ꎬ 对于领导能力尤其是政治能力对组织韧性的影响则鲜少探讨ꎮ 而本研

究揭示和验证了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促进组织韧性的作用机制ꎬ 不仅丰富了组织韧性前因的理

论解释ꎬ 也响应了学者们对开展领导者其他特质影响组织韧性涌现研究的呼吁 (赵熠婷等ꎬ
２０２４)ꎮ

第二ꎬ 从网络位置和开放式创新视角构建了高层领导政治能力塑造企业组织韧性的过程机制模

型ꎬ 打开两者之间的作用“黑箱”ꎮ 已有对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效用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梁燕和

李燕萍ꎬ ２０１９)ꎬ 仅验证了其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机理(梁燕等ꎬ ２０２１)ꎬ 对于高层领导政治能力与组织

韧性之间的关系和作用过程则缺乏有效的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ꎮ 本研究在动态能力理论的基础上ꎬ
整合社会网络理论和开放式创新理论ꎬ 揭示了敌对性环境下高层领导政治能力塑造组织韧性主要通

过促进企业核心的网络位置和内向型开放式创新两条关键路径实现ꎬ 对现有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

的效用研究形成了有效补充ꎮ
第三ꎬ 引入环境敌对性作为高层领导政治能力有效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ꎬ 形成对组织韧性形成

机制的完整认知ꎮ 已有研究虽然提到环境特征对企业情境下政治能力效用的发挥可能具有一定影响

(Ｗａｎꎬ ２００５)ꎬ 但仅停留在理论探讨上ꎬ 缺乏实证检验ꎮ 本研究从环境敌对性入手ꎬ 实证分析了企

业面临的环境特征对于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效用发挥的影响ꎬ 厘清了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塑造

组织韧性的边界条件ꎬ 丰富和增强了其间关系的情境化特征ꎮ
５􀆰 ２􀆰 ２　 管理启示

第一ꎬ 在 ＶＵＣＡ 时代和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ꎬ 企业要充分认识和发挥高层领导政

治能力在高环境敌对性情境下对于提升组织韧性、 促进组织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ꎮ 一方面重视对高

层领导政治能力的培育和提升ꎬ 尤其是政治战略思维能力、 政策环境掌控能力、 关系网络发展能力

和社会形象管理能力等ꎬ 并结合企业面临的具体难题ꎬ 有针对性地运用某个或综合运用几个方面的

政治能力来帮助企业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ꎮ 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和关注政治能力运用的情境条件ꎮ
本文发现ꎬ 高层领导政治能力与环境敌对性的交互能够正向影响组织韧性的塑造过程ꎮ 因此ꎬ 当企

业面临的环境敌对性较低ꎬ 即市场竞争和政府管制较少时ꎬ 企业主要依靠市场能力获取竞争优势和

塑造组织韧性ꎬ 政治能力作用的发挥会受到限制(梁燕和李燕萍ꎬ ２０１９)ꎬ 此时可以转而直接通过改

善企业的网络位置和促进内向型开放式创新来提升组织韧性ꎻ 而当环境敌对性较高ꎬ 即企业面临着

较高的制度环境压力或者市场环境不够成熟时ꎬ 则可以充分运用高层领导政治能力来帮助企业获取

核心的网络位置、 促进内向型开放式创新ꎬ 进而提升组织韧性ꎮ
第二ꎬ 增强组织韧性在关注高层领导政治能力的同时ꎬ 更要重视企业网络位置和开放式创新的

关键作用ꎮ 本文发现ꎬ 高层领导政治能力对于组织韧性的提升作用需要通过企业网络位置(中心性和

结构洞)和内向型开放式创新来实现ꎮ 因此ꎬ 企业在重视高层领导政治能力培育的同时ꎬ 要积极采取

措施提高企业在其关系网络中位置的中心性和中介性ꎬ 并通过其广泛的关系网络从政府、 科研机构、
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手中以许可、 授权、 股权联盟等方式获取内向型开放式创新所需的信息、 资源ꎬ
从而更好地增强自身的学习能力和应对变化的能力ꎬ 提升组织韧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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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３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对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影响组织韧性的过程机制和边界条件进行了探索ꎬ 发现了一些

有价值的结论ꎬ 但仍存在以下不足ꎬ 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完善:
第一ꎬ 在研究样本上ꎬ 本研究主要采用便利抽样的方式获取ꎬ 且以民营企业为主ꎬ 虽然样本数

量达到了问卷研究所需ꎬ 但相对于国内广大的企业与高层领导数量而言ꎬ 本研究的样本量仍略显单

薄ꎬ 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的可靠性ꎮ 因此ꎬ 未来可进一步拓展样本数量ꎬ 并增加国有企业、 外资企

业等其他类型企业样本ꎬ 以提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ꎮ
第二ꎬ 在分析高层领导政治能力对组织韧性影响的过程中ꎬ 受制于研究对象的接触不易性ꎬ 未

考虑时间效应对结果的影响ꎬ 没有开展纵向研究ꎮ 未来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进行跨时点的纵向研究ꎬ
从而更加精准地揭示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与组织韧性之间的过程机制与因果关系ꎮ

第三ꎬ 已有研究大多采用计算程度中心度和中介中心度的方式来测量组织或个体的网络位置ꎬ
本文出于数据收集的便利性选择运用被试自填量表的方式测量ꎬ 虽然该测量方式也有不少研究采用

(彭伟等ꎬ ２０１３ꎻ 姚艳虹等ꎬ ２０１７)ꎬ 但其精确度不如客观数据计算ꎬ 这可能是导致本研究中结构洞

中介效应不成立的原因之一ꎬ 因此ꎬ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优化组织网络位置的测量方式ꎮ
第四ꎬ 本研究仅关注了环境敌对性对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影响组织韧性过程中的调节作用ꎬ

但未考虑高层领导的风险偏好、 不同企业性质、 所在行业等因素可能导致的企业对外部环境的差异

性反应ꎬ 而这些因素的差异可能造成企业及其高层领导在面临环境敌对性时采取不同的策略性行为

(如在高层领导的风险偏好程度较低的情况下ꎬ 可能更加倾向于选择内向型开放式创新来促进组织韧

性)ꎮ 同时ꎬ 由于本文研究样本大多为民营企业ꎬ 无法对企业性质等因素在高层领导政治能力作用发

挥过程中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ꎮ 因此ꎬ 未来可在扩展样本类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不同性质、 不同

行业的企业ꎬ 以及领导者的风险偏好等对于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影响组织韧性及其他策略行为与

产出过程中的调节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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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梁阜ꎬ 邱圆心ꎬ 李琪 􀆰 双元环境下平台型领导如何促进组织持续创新能力提升———组织韧性的中

介作用[Ｊ] . 科技进步与对策ꎬ ２０２３ꎬ ４０(１５) .
[１０]梁燕ꎬ 李燕萍 􀆰 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 概念、 整合模型及研究展望[ Ｊ] . 外国经济与管理ꎬ

２０１９ꎬ ４１(３) .
[１１]梁燕ꎬ 李燕萍ꎬ 陈武 􀆰 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的量表开发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Ｊ] . 管理

学报ꎬ ２０２１ꎬ １８(６) .
[１２]刘颖琦ꎬ 陈睿君ꎬ 周菲 􀆰 组织韧性的概念结构与形成机制———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 Ｊ] . 管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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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展管理ꎬ ２０１３ꎬ ２５(４) .
[１５]覃曼ꎬ 马连福 􀆰 企业网络中心性对政治关联创新业绩影响的中介作用[ Ｊ] . 系统工程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４

(５) .
[１６]单宇ꎬ 许晖ꎬ 周连喜ꎬ 等 􀆰 数智赋能: 危机情境下组织韧性如何形成? ———基于林清轩转危为

机的探索性案例研究[Ｊ] . 管理世界ꎬ ２０２１ꎬ ３７(３) .
[１７]孙国强ꎬ 杨晶ꎬ 闫绪娴 􀆰 网络嵌入、 知识搜索与组织韧性———数字化转型的调节作用[ Ｊ] . 科学

决策ꎬ ２０２１(１１) .
[１８]王才 􀆰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组织韧性与企业竞争优势重构[Ｊ] . 经济管理ꎬ ２０２３ꎬ ４５(７) .
[１９]魏杰ꎬ 张卓 􀆰 创新开放度与企业绩效: 基于外向型开放创新的视角[ Ｊ] . 科技管理研究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８(９) .
[２０]相德宝ꎬ 陈燕琪 􀆰 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全球中国通社会网络结构洞研究[ Ｊ] .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ꎬ ２０２３ꎬ ３１(８) .
[２１]杨震宁ꎬ 赵红 􀆰 中国企业的开放式创新: 制度环境、 “竞合”关系与创新绩效[ Ｊ] . 管理世界ꎬ

２０２０ꎬ ３６(２) .
[２２]姚艳虹ꎬ 陈俊辉ꎬ 周惠平 􀆰 企业网络位置、 开放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组织记忆的中介作用

[Ｊ] . 科技管理研究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７(８) .
[２３]俞园园ꎬ 梅强 􀆰 组织合法性中介作用下的产业集群关系嵌入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 Ｊ] . 管理学

报ꎬ ２０１６ꎬ １３(５) .
[２４]赵熠婷ꎬ 窦军生ꎬ 游夏蕾ꎬ 等 􀆰 组织韧性研究的脉络梳理与跨层次整合分析[ Ｊ] .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ꎬ ２０２４ꎬ ５４(３) .
[２５]赵思嘉ꎬ 易凌峰ꎬ 连燕玲 􀆰 创业型领导、 组织韧性与新创企业绩效[ Ｊ] . 外国经济与管理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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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ꎬ ４３(３) .
[２６]张振刚ꎬ 沈鹤ꎬ 李云健 􀆰 双向管理创新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的影响[ Ｊ] . 科技进步与对

策ꎬ ２０２０ꎬ ３７(１６) .
[２７]张少峰ꎬ 徐梦苏ꎬ 朱悦ꎬ 等 􀆰 技术创新、 组织韧性与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 Ｊ] . 科技进步与对

策ꎬ ２０２３ꎬ ４０(１３) .
[２８]Ａｉｋｅｎꎬ Ｌ􀆰 Ｓ.ꎬ Ｗｅｓｔꎬ Ｓ􀆰 Ｇ􀆰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１９９４ꎬ ４５(１) .
[２９]Ｂｕｒｔꎬ Ｒ􀆰 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ｈｏｌｅｓ: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Ｍ]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５.
[３０]Ｄａｈｌａｎｄｅｒꎬ Ｌ.ꎬ Ｇａｎｎꎬ Ｄ􀆰 Ｍ􀆰 Ｈｏｗ ｏｐｅｎ ｉ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Ｊ]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ꎬ ２０１０ꎬ ３９(６) .
[３１]Ｄｕｃｈｅｋꎬ Ｓ.ꎬ Ｒａｅｔｚｅꎬ Ｓ.ꎬ Ｓｃｈｅｕｃｈꎬ Ｉ􀆰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Ｊ]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２０ꎬ １３(２) .
[３２]Ｅｄｍｏｎｄｓｏｎꎬ Ａ􀆰 Ｃ.ꎬ Ｈａｒｖｅｙꎬ Ｊ􀆰 Ｆ􀆰 Ｃｒｏｓ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ｔｅａｍｉｎｇ ｆ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ｅａｍｓ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Ｊ] .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ꎬ ２０１８ꎬ ２８(４) .
[３３]Ｅｒｉｃａꎬ Ｍ.ꎬ Ｍａｎｆｒｅｄｉꎬ Ｂ.ꎬ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ꎬ Ｐ􀆰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ｂｏｕｎｄꎬ ｏｕｔｂ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２ꎬ １６(６) .
[３４]Ｈａｍｅｌꎬ Ｇ.ꎬ Ｖｌｉｋａｎｇａｓꎬ Ｌ􀆰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Ｊ]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ꎬ ２００３ꎬ ８１(９) .
[３５]Ｈｉｌｌｍａｎｎꎬ Ｊ.ꎬ Ｇｕｅｎｔｈｅｒꎬ 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ｆ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ｓꎬ ２０２１ꎬ ２３(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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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ｓｉｎｅｓｓ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Ｆｉｎａｎｃｅꎬ ２０１５ꎬ ４(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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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Ｌａｕｒｓｅｎꎬ Ｋ.ꎬ Ｓａｌｔｅｒꎬ Ａ􀆰 Ｏｐｅｎ ｆ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Ｕ􀆰 Ｋ􀆰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ｆｉｒｍｓ[Ｊ]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２００６ꎬ ２７(２) .
[４０]Ｌｉｃｈｔｅｎｔｈａｌｅｒꎬ Ｕ􀆰 Ｏｕｔｂｏｕｎｄ ｏｐ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ｆｉ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Ｊ] . Ｒ＆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０９ꎬ ３９(４) .
[４１]Ｍｉｔｈａｎｉꎬ Ｍ􀆰 Ａ.ꎬ Ｇｏｐａｌａｋｒｉｓｈｎａｎꎬ Ｓ.ꎬ Ｓａｎｔｏｒｏꎬ Ｍ􀆰 Ｄ􀆰 Ｄｏｅｓ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ａ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ｅｖｅｎｔ ｍａｋ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 [Ｊ] . Ｌｏｎｇ Ｒａｎｇ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ꎬ ２０２１ꎬ ５４(３) .
[４２]ＯｕｅｄｒａｏｇｏꎬＡ.ꎬ Ｂｏｙｅｒꎬ Ｍ􀆰 Ｆｉｒｍ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ａ ｃｒｉｓｉｓ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 ｓｍａｌ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ａｓｅｄ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Ｊ] . Ｐｏｓｔ￣Ｐｒｉｎｔꎬ ２０１２ꎬ ５(１２) .
[４３]Ｓａｊｋｏꎬ Ｍ.ꎬ Ｂｏｏｎｅꎬ Ｃ.ꎬ Ｂｕｙｌꎬ Ｔ􀆰 ＣＥＯ ｇｒｅｅｄꎬ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ｔｏ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ｓｈｏｃｋ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２１ꎬ ４７(４) .
[４４] Ｔｅｅｃｅꎬ Ｄ.ꎬ Ｐｉｓａｎｏꎬ Ｇ􀆰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ｆｉｒｍ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Ｊ]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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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ꎬ １９９４ꎬ ３(３) .
[４５]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 Ｔ􀆰 Ａ.ꎬ Ｇｒｕｂｅｒ Ｄ􀆰 Ａ.ꎬ Ｓｕｔｃｌｉｆｆｅꎬ Ｋ􀆰 Ｍ􀆰 ｅｔ 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ａｄ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ｕｓｉｎｇ

ｃｒｉｓｉ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ｒｅａｍｓ[Ｊ]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ｎａｌｓꎬ ２０１７ꎬ １１(２) .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ｅｎｉｏｒ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Ｄｕａｌ Ｐａｔｈ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Ｌｉａｎｇ Ｙａｎ１　 Ｌｉ Ｙａｎｐｉｎｇ２　 Ｙｕ Ｙｕｅ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Ｏｃ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Ｑｉｎｇｄａｏꎬ ２６６１００ꎻ
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ｈｏｏｌꎬ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Ｗｕｈａｎꎬ ４３００７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ｅｎｉｏｒ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２５４ ｓｅｎｉｏｒ ｌｅａｄｅｒｓ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ｕｓｅｓ ＳＥＭ ｔｏ ｖｅ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ｎｉｏｒ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ｃａｎ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ꎬ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ｈｏ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ꎬ ａｎｄ ｃａ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ａｉｎ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ｗａｒｄ ｏｐ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ｏｓｔｉｌｉｔｙꎬ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ꎬ ｐｌａｙ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ｎｉｏｒ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ｈｏｌｅｓ)ꎬ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ｅｎｉｏｒ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ｗａｒｄ ｏｐ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Ｔｈｉｓ ｉ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ｄ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ｄ ｃｈａｉｎ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ｏｓｔ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ｅｎｉｏｒ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ꎬ ｉｎｗａｒｄ ｏｐ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ｉｎ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ｏｆ “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 ｉｎｗａｒｄ ｏｐ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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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ｔｗｏｒｋ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ꎻ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ｏｓｔｉ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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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燕ꎬ 等

企业高层领导政治能力何以促进组织韧性?


